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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关于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然而现

有研究缺乏针对新近研究进展的系统归纳。为更加立体、全面地展现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

影响的研究进展，本文围绕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生产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劳动力流动以及女

性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政策和措施等方面，就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

归纳和述评。在梳理和分析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围绕该领域的研究不足之处和可供拓展的方向进

行阐述，以期为深入了解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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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因“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深入研究”而荣获 2023 年度诺

贝尔经济学奖。戈尔丁首次全面介绍了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女性收入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情

况，结合经济学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利用长时间序列揭示了女性劳动角色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以

及性别差距产生的主要根源，这使得许多学者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作用有了新的认知。戈

尔丁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女性劳动力市场作为其代表性研究领域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话题。

气候变化是指气温、降水等基本气候指标以及干旱、洪水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强度和频率的长期

变化。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不断加速，且已经对全世界的陆地、海洋生态系统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极地冰盖消失、高温极端事件等现象的发生频率显著增加。

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直接导致了以非洲、亚洲为代表的部分地区遭受疾病传播、公共设施损坏、土地

淹没、作物减产等诸多负面影响，也对全球数以百万计人口的生存环境和身心健康造成了难以估计

的严重损害。同时，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全球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其中包括劳

动生产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人口迁移等在内的多个重要维度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特点。正

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气候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相关研究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Jessoe 
et al.，2018；Somanathan et al.，2021；Liu et al.，2023）。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气候变

化对劳动力市场整体的影响，缺乏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个性化讨论（Zhang et al.，2018）。事实上，性

别不平等的客观存在导致女性在社会角色、劳动方式等多个方面同男性存在显著差异，其受气候变

化的影响也远大于男性（Chanana & Aggarwal，2020；Kiumbuku et al.，2020；Ngepah & Mwiinga，
2022）。从气候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出发，分别考察女性劳动力在气候变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

影响下的劳动决策，揭示气候变化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机理与经济含义，对于帮助女性劳动

力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缩小性别差距、摆脱代际贫困传递，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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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为更加立体、全面地展现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进展，本文尝试围绕

气候变化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不同维度，从劳动生产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劳动力流动等多个

层面总结归纳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以及二者之间产生影响的经济机理，并分析女

性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政策和措施。最后，基于现有研究的未尽与不足之处提出未来可供研究的

方向，以期为全面把握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与可靠参考。

一、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已有文献围绕气候变化对女

性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理论基础和经验分析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Ochieng et al.，2016；
Adzawla et al.，2020；Goli et al.，2023）。近年来，随着实证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和数理模型的逐步完

善，关于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向多维度、宽内涵、深层次拓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并量化

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生产率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一）适宜气温与女性劳动生产率

近些年来全球平均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到 2100 年，全球气温将上升 2 摄氏度。气温的异常上升

导致了干旱、洪水、热浪和全球其他极端事件的增加，并对全球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以及营

养安全构成严重威胁（Coronese et al.，2019；Wang et al.，2022）。已有研究发现，气温变化会对劳动生

产率产生重要影响。例如，Ochieng et al.（2016）基于肯尼亚 1243个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气

温变化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并且随着未来气温不断升高，这种影响将更加强烈。面对气

温变化，性别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也进一步凸显，Adzawla et al.（2020）基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619
户家庭的玉米种植数据研究发现，在女性做主的家庭中，其劳动生产率较男性家庭户主低 58.8%；在

男性做主的家庭中，女性作为配偶的劳动生产率较男性户主低 44.8%。

随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比重不断扩大，关于气温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开始聚焦于女性劳

动力市场。Shayegh & Dasgupta（2022）基于 2008—2017 年间南非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高温对

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从事受热影响较大行业（如农业）的女性工作者

而言。Koudjom（2022）以 2018 年多哥共和国农业家庭的 8622 个玉米种植地块为样本进行研究发

现，受温度变化影响，女性玉米种植平均产量比男性低 23.5%，而且已婚女性种植的玉米平均产量比

未婚女性高约 28.5%，这说明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对于气温变化的适应能力较男性更弱，其劳动生

产率也更低。Goli et al.（2023）基于伊朗 173 名女性家庭户主稻田种植数据的研究也发现，气温变化

严重损害了女性稻农的生产能力。但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尽管女性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更易受气候

灾害及其后果的影响，但由于经济因素、文化和社会规范等，高温会导致男性死亡率增加，因此女性

在照顾家庭方面的传统角色可能保护她们免受极端气温的影响（Dimitrov，2019）。

（二）营养摄入与女性劳动生产率

营养摄入不足通常会导致人体健康状况不佳，增加传染病的发病率、致残率以及死亡率，进而降

低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Gayer & Smith， 2015），能量摄入过量和肥胖也会显著降低农民的劳动生

产率（Tilai et al.， 2021）。Tiwasing et al.（2019）与 Berha et al.（2021）分别基于泰国和埃塞俄比亚的

农业家庭数据分析营养摄入对女性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改善营养摄入，包括微量元素摄入、饮食

多样性、提高食物消费等，可以有效提高女性劳动生产率。

气候变化会增加女性特有的营养健康需求，改善女性的营养健康状况不仅有助于其更多地参与

劳动力市场，而且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和长期经济增长也有着重要影响（Bloom et al.，2020）。特别是

在怀孕期间，孕妇的健康和营养摄入受到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Fan & Zlatnik，2023）。Hyland & 
Russ（2019）研究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干旱气候可能会降低包括女性和儿童在内的脆弱人群

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摄入，进而影响女性劳动生产率。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会减少水资源供应，营养

和卫生用水也会随之减少，营养摄入质量的降低会显著拉低劳动生产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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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农业工作，而农业被认为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农业产量下降或种植季节缩短

会影响女性为家庭提供食品生产，甚至威胁到国家食品安全，而食品生产的减少会进一步导致女性

营养摄入量的降低。

然而，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影响适宜气温、营养摄入与女性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一方面，关于适宜气温与女性劳动生产率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行业，但除了农业，气温变

化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能源、工业等其他行业，从而潜在地对女性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同时，现

有文献主要是将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直接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得出气温对女性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忽略了家庭地位、教育水平、行业背景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导致对于女性劳动力的异质性研究不够深

刻和准确。另一方面，关于营养摄入与女性劳动生产率的相关研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虽然已有的

一些研究尝试采用诸如家庭规模、价格产出指数、劳动力卡路里摄入量等指标作为营养指标的工具变

量，试图以此来消除内生性，但一般的家庭特征变量可能并不是有效的工具变量（Berha et al.，2021）。

二、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

一方面，气候变化会改变劳动力提供的边际成本进而导致女性劳动力工作时间的变化，特别是

在农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等受气候影响较大的行业，这种影响最为明显（Zivin & Neidell，2014；Masuda 
et al.，2019）。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也会改变休闲活动的边际效用，进而改变女性劳动力在工作与闲

暇之间的时间分配比例（Zivin & Neidell，2012；Albouy et al.，2016）。

（一）家务劳动时间

气候变化，尤其是极端气候事件，会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女性由于其固有的社会责任，极易

受到气候变化冲击的影响（Marema & Vogel，2023）。在大多数较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可用清

洁能源，女性和儿童极度依赖传统燃料提供采暖，以及加热并清洁水资源来应对如冰雹、洪水等极端

气候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使得女性劳动力的家务劳动时间大幅度增加，最终可能陷入“时间贫

困”（Ngepah & Mwiinga，2022）。

由于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全球不少地区的淡水供应已经面临巨大压力，而气候变

化将进一步影响淡水供应，增加女性在寻找水资源上的投入时间（Chigusiwa et al.，2023）。一些研究

发现，一方面，极端降雨引发的洪水可能会导致整个村庄被泥土和垃圾淹没，迫使女性花费更长的时

间来寻找可用的清洁水源。特殊的极端情况下，她们不得不使用雨水或从被污染的池塘、溪流中取

水来满足家庭需要，而这又会引起霍乱等传染疾病的暴发，进一步导致女性照顾家庭成员时间的大

幅度延长（Rebaudet et al.，2013；Chigusiwa et al.，2023）。另一方面，干旱导致的缺水会大大增加女

性劳动力获取水资源的劳动负担。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女性每次取水的平均时间为 30 分

钟，不少女性每天可能需要多次取水，而极端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取水次数和取水难度的大幅度提升，

以至于在困难时期，女性劳动力和儿童甚至放弃他们的营养和教育需求，分配更多的个人时间来寻

找水资源，进而维持家庭生计（Makina & Moyo，2016；Rao et al.，2019）。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角色，气候变化导致的心理疾病和暴力事件也是女性家

务劳动时间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例如，Taukeni et al.（2016）基于 480 名 8~18 岁儿童和青少年

的调查数据，就洪水灾害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水灾发生两年后，很

多学生出现了心理疾病，导致女性需要通过心理辅导或情感沟通来帮助孩子克服心理障碍，额外增

加了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同时，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可能会致使不少贫困家庭失去食物和住

所，增加生活和经济压力，从而导致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更加频繁（Seddighi et al.，2021）。极端气候事

件导致的心理问题和家庭暴力的增加都对女性照顾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带来了新挑战，最终增加

了女性在家庭活动中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

（二）生产劳动时间

气候变化不仅会对农业资源产生破坏，还会对农民劳动时间分配产生严重影响，进一步加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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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分化。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在全球贫困人口中，大部分是从事小规模农业的女性农民，

尤其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她们依靠不断退化的土地、水、森林等物质资源为生，因此饱受气候变

化对自然资源和农业的负面影响的困扰。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女性农民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时间

来应对包括洪水、干旱在内的极端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加剧了平均气温上升

以及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导致劳动者需要通过轮班、休息来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气候变化与女性生产劳动时间之间的潜在关联和传导机制（Rao et al.，2019；LoPalo，
2023）。

首先，气温变化是对女性劳动时间影响较为直接的因素。Masuda et al.（2019）基于印度尼西亚

东加里曼丹地区的环境监测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随着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极端高温天气出现的概

率也增加，女性劳动力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以应对气温升高的不利影响。Shayegh et al.（2021）基于

南非九个省份的调查数据，深入考察气温上升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发现，一旦最高气温超过 26.2℃
的阈值，全体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便会随着气温升高而减少，且与男性劳动力相比，低技能女性劳动力

每周工作时间多减少 18%。气温上升和降雨量下降等气候变化会进一步增加干旱的发生频率，进而

影响女性生产劳动时间。干旱是最常见且最危险的自然灾害之一，尤其是对于依靠农业来维持生计

的农村居民而言，干旱可能使得女性农村居民在尝试增加生产劳动时间以应对干旱造成的影响后仍

然颗粒无收（Efobi，2022）。

其次，气候变化导致牲畜死亡也是女性生产劳动时间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牲畜作为一种重要

的自然资源，一直是农业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高温、干旱、洪水等极端气候变化有可能导致牲

畜死亡率上升，进而削弱其为农业生产提供的有效劳役。因此，许多本已负担过重的农村女性劳动

力需要承担由于牲畜死亡而增加的额外劳动（Datta & Satija，2020）。最后，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上

通常处于不利地位，这也会影响女性生产劳动时间。与男性相比，女性劳动力获得劳动培训、市场信

息以及产品推广的机会极为有限（Zhu et al.，2019）。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中，由于固有的性别偏

见，一些农业管理部门在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时将女性劳动力排除在外，导致她们很难获得耐

旱、耐热的作物和牲畜品种，极大地限制了她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措施（Davidson，2016）。

如前所述，以上文献从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方面探讨了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如何

在后续工作决策和政策制定中优化劳动时间与劳动任务的分配，将对未来适应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的劳动时间延长，可能会倒逼劳动生产

技术的进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降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Gartaula et al.，2020）。另一方面，

促进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优化女性劳动力的生产资源配置，也是缓解女性劳动时间压力的重要措

施（Kofahi et al.，2022）。然而，已有研究忽略了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时间转移或重新分配的影响，未

来关于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时间的更深层次、宽维度的探究依然是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

三、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收入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劳动力收入会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也存在性别间的差异（Baarsch et al.，2020）。

正如克劳迪娅·戈尔丁在其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Goldin，2021）中所述，

平衡家庭责任和职业发展对于工作中的性别收入平等具有重大意义。而气候变化同样会通过女性

的家庭责任和职业发展影响女性劳动力的收入水平（Eastin，2018；Shayegh & Dasgupta，2022）。

（一）家庭责任与女性劳动收入

由于女性更依赖自然资源、更难获取资源和信息，以及更受性别和社会规范的限制，因此其实施

独立经济行为和参与家庭决策的能力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Abid et al.，2018；Huyer & Partey，
2020）。Eastin（2018）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将导致家庭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不平等问题加剧、男性

外出迁移所致的家庭负担增加以至于女性实现独立收入和提升人力资本的能力被进一步削弱，从而

降低女性劳动力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具体地，在家庭资产分配方面，Baland & Ziparo（2018）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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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居民个人收入极不稳定，在面临气候变化等风险时，配偶之间频

繁协商导致家庭收入结构有所变动，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劳动力的收入。在男性外出迁移

方面，Chidakwa et al.（2020）通过对津巴布韦农村地区女性的深度访谈调查发现，气候变化导致男性

劳动力迁移，使得女性劳动力不得不承担起传统男性的工作，这不仅增加了女性劳动力的生产责任，

也削弱了女性通过独立劳动获得收入的机会。Karmakar（2021）基于印度的数据也得出类似结论，即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和海洋捕捞产生的负面冲击导致居民收入减少，男性成员迁移到其他邦、国家

获取收入，而女性劳动力则被迫留在家乡照顾整个家庭，因此错失了获取更高劳动收入的机会。

也有部分学者从家庭分工、女性生育等角度探讨了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收入的影响。Aryal et 
al.（2022）考察了埃塞俄比亚农民在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性别差距及其原因。结果显示，由于固有的

家庭责任和分工，气候变化显著增加了女性劳动力在家务劳动中的工作量，进而减少了其参与其他

劳动生产获得收入的机会，最终进一步削弱了女性劳动力抵抗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Sellers & Gray
（2019）基于印度尼西亚 1993—2015 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导致农村女性劳动力

更有可能采取计划生育措施从而降低生育率，同时，女性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同步下降。

Kleven（2019）利用丹麦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子女对劳动力市场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

受到工作时间、参与度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子女的出生导致了大约 20% 的长期收入性别差距。

Giudice et al.（2021）也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将影响女性的生殖健康以及新生儿和儿童健康，并且影响

女性的劳动收入。

（二）职业发展与女性劳动收入

性别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职业内性别收入差距和职业间性别收入差距。Goldin（2014）利用

2010 年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计算的结果发现，收入的性别差距有三分之二来自职业内性别差距，

三分之一来自职业间性别差距。良好的职业发展有利于提高女性的收入水平，进而提升女性适应气

候变化的能力。Ciocirlan & Pettersson（2012）以《财富》世界 500 强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员工的多样性

对企业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雇用更多女性并且在欧盟成员国拥有更强大实力的公

司会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选择实力更强且更关注气候变化的公司，不仅有助于提高女

性劳动收入，也有利于增强女性劳动力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由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直接影响，现

有关于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收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行业。Glazebrook et al.（2020）通过梳理气

候与女性劳动力的相关文献后发现，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对女性劳动力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各地

区间的影响有所不同，北方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拥有更好的适应能力。其中，从事

农业工作的女性受到的影响最大，女性农民往往工作更加辛苦，获得的劳动收入也更少。Chidakwa et 
al.（2020）也发现，女性劳动力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农业为主的收入水平降低。

Chowdhury et al.（2022）进一步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

响，并且对女性劳动力就业的负面影响显著大于男性，同时气候变化也为女性在非农业行业的就业

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困难。

除了农业行业外，部分学者研究了气候变化对其他行业中女性劳动收入的影响。Patel & Giri
（2019）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导致女性在农业领域的工作减少，进而驱使女性劳动力前往周边城市寻

找新的工作，大多数受教育水平低和无土地的女性在建筑工地找到了新的工作，收入水平也得到了

显著提升。Shayegh & Dasgupta（2022）根据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的不同将主要的 10 个行业进行划

分，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行业有农业、狩猎业、林业、渔业、矿业、采石业和建筑业（假设雇用的都是

低技能劳动力）；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的行业有制造业、公共事业和服务业（假设雇用的都是高技能

劳动力）。研究发现，一方面，气候变化减少了低技能女性劳动力的相对供应，将导致女性劳动力价

格的相对上升，并缩小与男性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而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受气候变化

影响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尽管气候变化对低技能女性劳动力供给的短期影响会导致其收入水平相

对上涨，但是从长期来看，女性和男性劳动力的工资比率将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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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家庭责任和职业发展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角度探讨了气候变化对

女性劳动收入的影响。例如，Tiwasing（2019）以泰国稻农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微量元素的摄入对劳

动力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女性劳动力收入始终低于男性。Kim & Cheung（2019）基于

韩国的家庭面板数据，探讨了女性劳动力在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劳动参与度

及劳动收入。Goldin（2021）进一步研究发现，性别收入差距最大的行业出现在法律、金融以及商业，

而数学、计算机科学、科学和工程学等传统意义上男性主导的行业收入差距反而最小。随着女性在

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研究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收入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

拓展。

四、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全球气温上升、降雨量下降、干旱、洪水等气候变化可能会使得女性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进

行转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从女性劳动力

的产业间流动和区域间流动两个视角探讨了该影响的具体效果。

（一）女性劳动力产业间流动

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Holmgren & Jonsson（2015）通过瑞典林业

部门资料定性探讨了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发现气候变化有效促进了林业行业女性劳动

力的就业率。Patel & Giri（2019）通过对奥里萨邦沿海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发现，气候变化

对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了显著冲击，导致大量女性劳动力转向建筑行业工作，这种产业间流动极大地改

善了当地女性的生活水平。Chowdhury et al.（2022）利用印度 1983—2011 年间邦级面板数据，估计了

洪水与农村就业影响之间的联系，结果显示，洪水造成的损失每增加 1%，女性农业劳动力就业率就减

少 3.057%，并促使女性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领域转移。Liu et al.（2023）基于 1990—2020 年间撒哈

拉地区 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诸如降雨量减少等气候变化将显著降低女性劳动力就业率。

与此同时，气候导致的环境恶化可以持续地改变行业格局和产业发展，并相应地催生出新的产

业需求，如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迅速扩张的环境保护产业以及社会人员服务业等（Consoli et 
al.，2016；Ngepah & Mwiinga，2022）。Ngepah & Mwiinga（2022）基于 2008—2017 年间南非国家动态

收入调查数据以及气象统计数据，建立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南非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

究表明，气候变化导致农业和制造业的女性就业水平严重下降。与之相反的是，社区、社会人员服务

领域女性劳动力呈现显著扩张趋势，因为这些领域的重点服务产业是医疗和护理服务，气候变化导

致的健康问题催生了对相关服务的更多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就业政策的方

向，尤其是因技术进步、绿色转型而引发的政策性变化，进而促使女性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McLaren 
& Markusson，2020）。

尽管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驱使女性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但女性劳动力仍面临诸多障碍。气候

变化引发的产业衰退和资源不足可能会增加女性转换到其他产业的难度，尤其是在缺乏适当培训和技

能转换机会的情况下。例如，Tanny & Rahman（2016）针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性别差异进行

了系统性文献梳理发现，由于资源分配不足、劳动参与受限，女性劳动力很难通过转换工作以缓解气候

变化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Gray et al.（2023）基于南非劳动力市场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高温和干旱会

降低整体就业水平，并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比如导致高失业率、高贫困率和经济增长乏力等。

同时，社会文化因素也对女性的产业间流动造成影响，例如性别歧视、传统职业观念和家庭责任，这些因

素可能限制女性寻求和迁移到新产业的能力（Baland & Ziparo，2018；Chidakwa et al.，2020）。

（二）女性劳动力区域间流动

气候变化被普遍认为是全球移民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Dayrit et al.，2022）。气候变化的长期影

响，如海平面持续上升或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可能会影响居民的居住环境与生计状况，迫使他们流离

失所，向有着更好生活条件的地方进行迁移（Kaczan & Orgill，2020；Boas et al.，2022）。Hallida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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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萨尔瓦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温度升高会增加女性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可能性，而对男性的影

响则不显著。Patel & Giri（2019）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导致女性劳动力被迫从农村

迁移到相近的城市，并寻求新的就业机会。Chen & Mueller（2019）基于孟加拉国的统计数据分析了

气候变化对跨境移民的影响。研究显示，洪水引发的安全风险以及土地盐碱化提高了孟加拉国人向

邻国迁移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更严重的洪水情况虽然会减少男性劳动力的迁移，但并不会减少

女性劳动力的迁移。而 Thiede et al.（2022）则关注到了气候变化与亚洲内部人口迁移的关系，发现

气温上升对女性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在跨区域迁移中，尽管女性劳动力也表现出迁移的意愿，但女性劳动力

的行动往往受到限制，她们经常留在受气候影响的地区继续从事农业和家庭活动。一般而言，在发

展中国家，男性通常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迁移决策权，相比女性而言，男性更有可能出于经济目的而迁

移（Kaczan & Orgill，2020）。例如，Gray & Mueller（2012）基于埃塞俄比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高

温和干旱显著增加了男性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而女性劳动力由于财务困境和重新组建家庭的能力较

低，其跨区域的流动反而受到限制。Mueller et al.（2020）进一步基于博茨瓦纳、赞比亚、肯尼亚三个

国家的统计数据，探究了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发现女性劳动力的迁移概率相比于男性劳动

力要低 4%~13%。Kumar & Singh（2018）基于印度的研究也发现，由于缺乏经济和社会保障，女性

劳动力通常是气候变化下被迫迁移的受害者。此外，Khandekar et al.（2019）从社会文化规范、土地所

有权、生产决策权等角度，Chanana & Aggarwal（2020）从劳动、信贷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揭示了女性

劳动力受气候变化影响而进行跨区域流动的被动地位和不利处境。

如前所述，既有文献探究了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产业间流动和区域间流动的实际影响，但是

关于女性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的实证文献较少。同时，囿于数据结构的有限性，不少研究都是基于

特定地区家庭层面的短面板数据来考察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由于变量选择、数据来

源、研究方法等不同，研究结果在不同的地区之间通常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如何建立更稳健、全面

的统计模型，结合个体层面的分析数据以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也是未来值

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文献尚未充分探讨气候变化对不同行业、不同社会群

体中女性劳动力流动的详细影响。进一步地，可以将女性劳动力流动与就业机会、职业选择等相结

合进行研究，以便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支持措施。

五、关于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适应性政策与措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2020 年发布的《性别、气候与安全》报告中提出，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被迫

迁移，使得女性面临更为严峻的安全威胁；因一系列社会、资源和生理原因，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

灾害会给女性健康带来更为严重的挑战。虽然在政策制定的某些领域已经能看到一些国家和地区

的努力，但仍需要进行多领域、跨区域、跨国别的政策协调，将气候变化同女性、和平与安全的政策框

架进行整合。基于不同视角探讨如何减弱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利于帮助女性劳动

力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改善女性劳动力的福利水平，提高幸福指数。目前，不少学者

已经从推进社会性别平等、优化清洁能源配置、劳动生产技术变革等方面考察了气候变化对女性劳

动力市场影响的适应性政策和措施。

（一）推进社会性别平等

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恶化、资源短缺、气候移民等问题，不仅仅反映了现有的性别不平等，还加剧

了女性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下降（Huyer & Partey，2020）。据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CIFOR）调查发现，气候变化对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也

即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其中，农村女性在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资源获取能力、控制能力和

重大决策参与能力方面十分有限，无法平等地获得农业生计所需的生产资源，因此更容易受到气候

变化的影响。数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女性生产 60%~80% 的粮食，但只拥有 10%~20% 的农业

—— 151



2024 年第  1 期

用地（Doss et al.，2018）。究其根本，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父权规范、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因素

使得这些差距在相对较不民主、更依赖农业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表现更为显著（Eastin，
2018）。Su et al.（2017）基于中国云南省的农村数据研究发现，较之男性，农村女性在村庄水资源管

理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干旱期间女性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但受传统

父权文化的影响，她们仍然被排除在村庄层面的水资源管理体系之外。其次，宗族主义导致的性别

不平等使得女性在生产、控制和掌握资源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Atuoye et al.（2021）基于坦桑尼亚

沿海地区数据研究发现，由于社会和宗教规范不允许女性劳动力进入大规模农场从事劳动密集型工

作，女性劳动力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小规模农场上。这反而避免了剥削性的劳动条件，进而可能在

生产其他消费品和确保家庭营养方面使女性拥有更多的管理决策权。最后，由于政府政策和管理机

构都未重视并解决性别歧视的问题，导致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潜力，这也

从侧面印证了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重要性。Kiumbuku et al.（2020）研究发现，肯尼亚传统农业家庭

中的女性在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上通常都处于不利地位。由于信息渠道单一且推广不充分，女性劳

动力无法及时接收关键的气候信息，导致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降低。因此，推进社会性别平等是

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举措。

在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和多元的背景下，推动家庭法和土地法中的性别平等对于女性劳动力适应气

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Doss et al.，2018）。尽管在许多地区，女性被排除在政策制定、

家庭决策之外，同时也无法选择如何克服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在适应和缓

解气候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充分考虑到女性在生产中的贡献，减少性

别不平等将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生产力并促进经济增长（Anderson et al.，2021）。推进社会性别平等不

仅意味着有机会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薪酬待遇，更深层次地，它代表着赋予女性

更多权力，在家庭、社区和生产领域发挥多重角色，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二）优化清洁能源配置

面对气温下降、干旱、极寒等气候变化，传统能源的低效、污染和不稳定性极大地制约了女性

劳动力的发展。而清洁能源的使用不仅意味着更好的教育发展、劳动机会、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

还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来减少女性劳动时间和减轻劳动负担，从而更好地应对气

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Baruah，2017）。女性往往兼顾照顾家庭的责任，同时也是家庭能源的主

要消费者。她们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家人健康、营养和教育消费，从而能在最大范围内避免资源

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清洁能源燃料的使用可以通过改变采集燃料与烹饪的方式和习惯

来减少女性的时间贫困，甚至可以改善女性的家庭角色和社会经济地位（Baruah & Gaudet，2022；
Afridi et al.，2023）。

然而，清洁能源的实际推广一直比较棘手，居民很少会彻底放弃传统能源。现实生活中，女性受

到诸如家庭地位、工作收入、教育背景、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清洁能源的获得与使用存在较

大的困难（Gartaula et al.，2020；Khan et al.，2021）。因此，优化清洁能源配置，进行更加普惠的清洁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现清洁能源的平等普及，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的不利影响具

有重要意义。《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时，必须要系统地顾及性

别平等因素，实现性别平等和落实女性赋权将有力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随着女性在社会上担任更

多的领导角色，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在实际工作中突出女性在领导和加速能源系统变革方面的贡

献则显得愈发重要（Tsagkari，2022）。同时，有研究显示，相比于男性，女性更为关注且更能落实环境

行为，这意味着女性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更充分、目标性更强，以及行动更积极（Birindelli et al.，
2019）。例如，Gannon et al.（2022）研究发现，非洲的女性企业家由于在商业环境中缺乏资源、技术和

政策支持，往往在面对气候变化风险时显得更加脆弱。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不同群体都会受到能源

短缺和分布不均的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边缘地区，女性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优化清洁

能源配置，确保女性获得清洁能源并参与能源转型，不仅是道德上的责任，更是优化社会生产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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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应对气候变化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

（三）劳动生产技术变革

女性通常需要担负家务劳动、抚养子女以及照顾老人等多重责任，这些职责的存在往往会影响

家庭内重新分工的自主选择，从而对女性的劳动参与施加一定的制约（Lefebvre & Merrigan，2008；
Kim & Cheung，2019），进而降低女性应对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抗风险能力。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

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得以缓解，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也逐步提高（Fukui 
et al.，2023）。因此，研究劳动生产技术变革对提高女性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劳动生产技术影响女性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农

业生产技术。由于环境与农业生产天然的紧密联系，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最为深远和直接。联

合国粮农组织报告《2021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女性约占

农业劳动力比重的 25%，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区域，该比例超过 40%，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该

比例近 50%。农业技术的变革能够以节约劳动力和提高生产率的形式帮助女性劳动力应对气候

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Gartaula et al.（2020）研究发现，种养具有更高耐旱或耐热性的植物和动

物品种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大幅度减少女性劳动力在诸如收割、除草、锄地等农业劳动任务上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减少女性劳动力的总

体工作量。劳动负担的减轻不仅可以减少劳动时间，也有益于女性劳动力的健康，进而提升劳动

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数字化技术。Sprout（2022）发现，技术进步、创新和信息服务在应

对气候变化和缓解性别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动生产技术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消除就业

的时间和地域限制，在创造新任务的同时会增加新的劳动需求，为女性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就业

机会。

劳动生产技术的革新升级有利于优化社会生产结构，实现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生产效率的

高效提升。这种升级可以减少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损失，还有助于充分发挥女性劳动力的比较

优势，促进女性劳动力在产业间、区域间流动，减少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收入，从而提高女

性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Abbass et al.，2022；Hossin et al.，2023）。

（四）其他适应性措施

除了上述适应性政策与措施之外，一些学者也关注了帮助女性劳动力适应气候变化的其他方法。

1. 金融支持。金融支持意味着给女性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例如贷款、储蓄和保险，使她们能

够更好地应对灾害和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农业实践、适应新的气候模式或

灾害，并且帮助女性维持家庭生计。Arend & Lowman（2011）研究发现，女性往往被气候变化融资政

策和项目排除在外，而气候主题基金的成立可以有效提升女性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Waheed 
& Waheed（2022）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相关的融资并不会在两性之间平均分配，在一些领域内，气

候变化还会进一步拉大已经存在的性别间融资差距。

2. 教育支持。教育为女性提供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这些知识和技能包括农业、环境管理、可

再生能源、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这些技能对于采取更加可持续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生活方式至关重

要。Delfino & Dizon（2021）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面对自然灾害的适应能力呈正相关

关系，这一发现揭示了提高教育水平对增强女性劳动力适应能力的重要性。Walker et al.（2022）研

究接受正规教育可能对肯尼亚桑布鲁地区女性牧民在干旱条件下进行决策的影响发现，接受过正规

教育的女性面对干旱时规避风险的能力更强。另外，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有可能参与社区和决策层面

的活动。她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气候变化适应项目、倡导可持续发展，甚至参与政策制定，确保女性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声音被充分听取和重视，这也符合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张。Zhou & Sun（2020）
从性别视角研究了中国的气候政策的变化，通过分析女性在政策制定中扮演的多种角色，以及在一

些关键高级政治对话中女性显著缺席的情况，认为更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帮助女性更好地理解和参与

气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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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来研究方向

现有文献围绕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为后续研

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已有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方面尚存在较大的拓展空

间，未来关于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丰富理论基础

关于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学术研究大多是基于微观经济数据，侧重家庭或个体层

面，从女性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构建局部均衡模型进行探讨。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女性劳动力作为

一大生产要素，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企业或者行业的经济行为变动同样会影响要素市场中女性劳动力

的供需关系调整，从而改变整个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点。因此，在探讨气候变化与女性劳动力市

场的关系时有必要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将其他市场纳入考虑范围。实际上，关于气候变化的理论模

型并不缺乏，但该类模型主要着眼于宏观经济，如经济增长、生产力水平等（Greiner，2004）。尽管也

有模型考察气候变化对于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影响（Fankhauser & Tol，2005），但是还未涉及

对劳动力市场的探讨，特别是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探讨。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气候变化理论模型在女

性劳动力市场的应用，充分辨析女性劳动力与男性劳动力之间的差异，将女性劳动力作为气候变化

的作用对象，或是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同时完善气候变化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文献与理

论基础。

（二）优化研究方法

已有的关于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内生性问题，这主

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众多，仅从气候变化角度进行探讨会出现遗漏

变量问题；第二，女性劳动力市场变动所引发的经济决策调整会对气候变化产生逆向影响，从而导

致双向因果；第三，微观数据本身的局限性容易导致出现核心变量的测量误差或加总偏误。而实

证研究的普及和实证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优化，为解决气候变化与女性劳动力市场研究中的内生

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相对外生的冲击，非常适合采用基于准自然实验框架

所构造的双重差分方法，且近年来不乏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所提出的相关环境政策，为构建双重差

分计量模型提供了现实基础。Gao et al.（2022）利用 2006—2019 年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以低碳城

市试点政策作为冲击，探讨为应对气候变化所提出的环境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

及其潜在机制；Kim et al.（2023）将 2010 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气候变化风险披露报告作为

一项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企业在环保行为上的劳动力投入。但是，笔者尚未发现将双重差分方法应

用于女性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文献，因此未来可以考虑结合新的前沿研究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优化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时刻警惕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可能带来的问题。

数据可靠性较差、核心变量存在潜在加总偏误或测量误差等问题都将扰乱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因

此，如何为该主题下的经验研究引入更为完备、更高质量的数据，进一步规范和深化实证研究，也是

未来要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

（三）深化研究内容

1. 加强异质性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生产要素、就业结构、社会观念和文化习惯等方面存在

差异，导致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大部分已有文献都将基于小区域范围

的气候模型与同质化的反应函数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但这些反应函数通常基于来自特定地点或国

家的特定行业的小样本，这可能导致在测算气候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产生估计偏误，并且缺

乏可比性和普适性（Ampaire et al.，2020；Ahmed & Eklund，2021）。若将这类经济模型和分析结果用

于政策制定，也将进一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关注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采

用跨地区的研究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以全面探究和把握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模式和

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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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样本容量。现有文献中所采用的数据大多源于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和农

民自主报告等，存在一定程度的可靠性问题（Abay et al.，2019；Berha et al.，2021）。未来研究中，可以

通过采用遥感技术、卫星图像、传感器数据等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数据采集，同时加强与政府部门、

农业合作社以及相关专业机构的合作，从多方面提高数据质量和样本容量。多渠道、多层次进行数

据采集，整合多元数据以增加样本容量和提高数据准确性是深化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研

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3. 考虑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拓展。一是关注金融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在关于如何帮

助女性劳动力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考虑了使用信贷、补贴等金融工具的可能性。

例如，Chanana & Aggarwal（2020）与 Kiumbuku et al.（2020）的研究发现，金融工具的介入有利于帮助

女性劳动力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但性别歧视会导致女性在获得信贷、补贴等方面存在权利的

不对等。Nsabagwa et al.（2021）的研究表明，种植抗旱作物、饲养耐旱牲畜、减少用餐次数都不足以

应对气候变化对劳动力营养状况的影响，建议政府对抗旱作物品种提供补贴，以满足贫困家庭应对

气候变化的种植需求。因此，如何分析金融工具在女性劳动力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效果仍需

要进一步实证考察。二是关注家庭动力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家庭动力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家庭

成员之间的情感、沟通、权力、角色、规则等，女性往往由于其固有的社会责任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

动，这减少了她们分配给其他生产活动的劳动时间，导致女性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时更加脆弱。

Passano et al.（2023）从婚姻、生育的角度提出要提高女性的自主权，从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

力。将家庭动力学纳入研究范畴能够对推进性别平等、合理化家庭成员间的权力关系和时间分配等

问题做出贡献，为后续研究提供相对广阔的拓展空间。三是关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

Singleton et al.（2022）与 Fawad et al.（2023）分别就瑞典交通管理局、能源局和环境保护局的气候政

策文件以及加拿大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探讨了女性劳动力、气候变化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

气候变化和女性劳动力都是全球性的研究课题，也是各国政府正在积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将国际

性、国家或地区性的相关社会政策考虑进来，也是拓宽气候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相关研究的

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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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female labor market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Claudia Goldin， recipient of the 2023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 
presented the inaugural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women’s engagement in the labor market over recent centuries. 
Additionall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female labor market.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recent advancements in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female labor market. This paper focuses o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on female labor 
productivity， working hours， labor income， labor mobility， and adaptive policies for women facing climate change. 
Existing research has unearthed several key findings. （1） Climate change affects female labor productivity through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and nutritional intake. Generally， rising temperatures tend to lower female labor productivity， 
exacerbating specific nutritional needs and subsequently influencing female labor productivity. （2） Climate change impacts 
the allocation of female labor between household chores and productive work， generally exacerbating the burden and time 
poverty experienced by women. （3） Climate change influences female labor income through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nherent family obligations often limit women’s ability to generate income through independent 
economic activities， a challenge heightened by climate change. From a career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climate change 
poses higher risks than opportunities for women’s employment. （4） Climate change serves a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female labor migration between industries and between regions. Throughout this labor shift， women often find themselves 
in relatively passive position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family status and economic standing.

By tracing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climate change impacts the female labor market， this paper finds that gender 
equality， clean energy allocation， and labor production technology have been recurring theme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se factors not only influence the current adaptability of female labor force to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serve as pivotal 
points for enhancing their future capabilities. Numerous scholars have extensively researched and contributed to these areas. 
（1） Gender inequality pervades various aspects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climate change exacerbates this inequality. 
Affirming women’s equal status and recognizing their leadership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contribute to 
enhancing women’s ability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2） The inefficiency， pollution， and instability of conventional 
energy sources significantly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labor force.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clean energy not 
only enhances female labor efficiency but also reduces the advers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female labor. （3） The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labor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in agriculture， will substantially alleviate the 
production burdens on female labor force and enhance their capacity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risks. （4） Widespread 
financial policies and improved education levels effectively enhance women’s ability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In conclusion， existing research has extensively explored various dimensions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female labor market. Moving forward， this paper suggests potential expansions in future research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female labor market. （1）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should be enriched through developing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or applying climate chang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emale labor market. 
（2） Optimizing solutions for endogeneity issues， such as construct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s， can be 
instrumental. Furthermore， incorporating higher‑quality data contributes to enhancing the accuracy of core variables and 
standardizing empirical research. （3） Research content can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intensified heterogeneous analysis， 
improved data accuracy or sample sizes， or consider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s among different fields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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